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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是一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大国，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人口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中国
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基本国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国际全局冷战、局部

热战的背景下，为加快中国的工业化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对改善区域经济布局和均衡发展进行了艰辛和

重要的探索，奠定了日后中国经济腾飞的物质基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回顾毛泽东的区域

经济发展思想与实践，有助于为我们今天“优化区域结构”，促进当前区域发展提供历史智慧和宝贵的经验与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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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 1935 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一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

“爱辉—腾冲一线”、“黑河—腾冲一线”。 胡焕庸线是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界线，其两侧还是农牧交错带和众多江河的水源地，是
玉米种植带的西北边界。同时，中国的贫困县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胡焕庸线与 400 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线东南方以平原、
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是游
牧民族的天下。 中科院国情小组根据 2000 年资料统计分析，胡焕庸线东南侧以占全国 43.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 93.77%
的人口和 95.70%的 GDP，压倒性地显示出高密度的经济、社会功能。 胡焕庸线西北侧地广人稀，受生态胁迫，其发展经济、集聚人
口的功能较弱，总体以生态恢复和保护为主体功能。

中国是一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

大国，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人口位居世界
第一。 但是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区
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基本国情。在辽阔的疆
域中， 除了胡焕庸线①所反映的区域差异外，
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
生产力水平都存在较大差距。作为多民族的国
家，中国的民族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
特点，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比
较落后。 如何实现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不仅
是中国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而且与
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之
后，毛泽东全面考虑当时的国际环境、国内条
件和经济发展战略等因素，对改善区域经济布
局和均衡发展进行了艰辛探索。回顾毛泽东的
区域经济发展思想与实践，有助于为我们今天

“优化区域结构”提供历史智慧。

一、20世纪 50年代毛泽东对沿海
与内地工业均衡发展的探索

新中国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力

基础之上，不仅经济落后、底子薄，而且大部分
近代工业由外国资本控制或经营。我国重工业
主要分布在原为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以上海
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则主要集中了轻工业。上
海与江苏并不是我国主要棉产区，但生产的纱
锭却占全国 60%以上。 [1](p.64)但资源丰富的内地

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却极不发达。据
1952 年统计 ,我国沿海各省市工业产值 ,约占
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70%,内地仅占 30%左右。[2]

在经济分布不均衡的同时，铁路等基础设施也

毛泽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探索与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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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不利于要素、资源与商品流动。 新中
国成立之初，全国仅有 2 万多公里铁路，而且
铁路大多集中分布在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
辽阔的西北、西南只有 5%左右的铁路。 [3](p.6)

区域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 不仅不利于提高
落后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且造成工业制
造中心远离原料、能源产地和销售地，不利于
全国工业化的推进。此外，中国抗日战争与苏
联卫国战争的教训都警示中国的工业过于集

中在沿海地区， 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战略纵深
布局。
新中国成立之初，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政策， 特别
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
和“禁运”。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以及美国
扶持日本和“马尼拉条约”等，更恶化了东部
沿海地区的发展环境。
正如毛泽东指出：“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

势还很紧张， 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
看法”。 [4](p.85)东部沿海虽然工业基础较好，但是
由于潜在的战争威胁， 使其难以成为经济建
设的重点。 东北地区由于靠近苏联，工业基础
较好，被毛泽东寄予厚望。 他说：“东北是全国
的工业基地，希望你们搞好这个工业基地，给
全国出机器，出专家。 ” [5](p.99)1953 年开始的大
规模工业化建设中， 东北成为重中之重。 在
“一五”重点建设的“156 项”中，分布在东北的
达到 56 项，占全国的 37.3%，位居全国六大区
之首（参见表 1）。 106 个民用工业项目中，东
北拥有 50 项（占总项目的 47%以上 )，中部与
西部分别拥有 31 项与 24 项； 在44 个国防项
目中，有 35 个布置在中 、西部地区 ，其中 17
个安排在陕西省。 “一五”计划时期限额以上
的 694 个工业建设单位， 分布在内地有 472
个，分布在沿海各地的仅有 222 个。 [6](p.631)

表 1：“156”项目六大区分布

数据来源：高伯文：《中国共产党区域经济思想研究》，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5 页。

经过“一五”计划建设，沿海与内地工业的
比重失调问题有所改善。 “一五”时期，内地工
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1952 年的
29.2%上升到 1957 年的 32.1%；而同期沿海地
区则由 70.8%下降到 67.9%。 [7](p.193)不仅从总量

上来看，内地的工业水平得到提高，而且从结
构上来看，内地重工业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一
方面开发了丰富的资源和能源； 另一方面奠
定了内地的工业基础。
但在内地工业发展的同时，沿海地区工业

的潜力未能充分挖掘。 据 1956 年估计， 上海
40 种主要工业品的设备利用率有 35 种在
80%以下， 其中 16 种甚至在 40%以下； 天津
38 种主要工业品设备利用率在 40%以下的有
15 种，60%以下的有 17 种，70%—80%的只有
6 种。 [8](pp.484-485)沿海工业的潜力远未挖掘，不利
于全国工业化的推进。
朝鲜战争之后，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使

得国际形势有所缓和；苏联二十大也认为新的
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在相对缓和的国际环境
下，毛泽东对区域经济布局产生了新的思考。

1956 年 3、4 月间， 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各
部门的汇报时指出：“沿海地区占我国工业的
70%，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发展。如果说
沿海不敢利用， 那么东德、 捷克就不要建设
了。 ”[9](p.188)毛泽东还指出：“上海赚钱，内地建
厂，这有什么不好？ 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
本方针，并不矛盾。 ”[8](p.484)

中共八大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
关系》的讲话，对区域布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论述。 他认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
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
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 ”基于此认识，他
提出：“这样， 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
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 那就不对了。 不说十
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
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好好地
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 可以使我们
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10](p.38)

毛泽东发展沿海工业的认识是基于世界

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 而且内地工业发展仍
然是国民经济布局的重点。 毛泽东回顾“一
五” 建设时认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

地区 项目 地区 项目

东北区 56 项 中南区 18 项

西北区 33 项 西南区 11 项

华北区 27 项 华东区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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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
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
我们也没有犯过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
于沿海工业估计有些不足， 对它的发展不那
么十分注重了”。 [10](p.26)当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判

断发生改变之后， 他对区域布局的构想也相
应改变。

二、毛泽东对地方建立
独立经济体系的探索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
大国， 各地区的自然条件、 经济发展水平不
同，为加快工业化步伐，毛泽东希望调动地方
政府积极性， 推动各地区建立完备的工业体
系。 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针对当
时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强调调动“中央与地
方两个积极性”。 1958 年，毛泽东再次指出以
往“中央集权太多了”，造成“束缚生产力”。 他
认为：“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
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 ”[11](p.823)在成都会议上

毛泽东强调：“中国自秦至今， 一统天下，统
了，地方就不发展。 各有利弊。 ”[12](p.121)

1958 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为调动地方
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我国进行了建立经济协
作区的探索。 1958 年全国分为东北、华北、华
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七大协作区，1959
年又将华中、华南协作区合并为中南协作区。
1958 年， 毛泽东在视察天津时指出：“地方应
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 首先是协作
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
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 ” [12](p.318)1959
年10 月至 1960 年 2 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 谈话中强调：“从经
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
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 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
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整套。 ”[13](p.320)中

共中央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在全国
建立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同时，各
协作区都应当建立起比较完整的、 不同水平
和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
都应当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工业基础。 ”[14](p.126)

中央权力下放后，各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当

地“大跃进”，争先恐后大放“粮食卫星”、“钢
铁卫星”，结果导致了经济紧张与混乱。 1960
年 1 月 3 日， 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会议上对权
力分散提出批评意见。 1961 年 1 月 13 日，党
的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

六个中央局的决定， 以加强对六个大区各项
工作的领导。 邓小平提出“建议恢复中央局职
权，将中央局的职权扩大，恢复到 1953 年前一
样， 中央局决定了算数， 不能再是个协商机
关”。 1961 年 1 月 20 日，中央做出了《关于调
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强调经济大权
要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区、市）三级。 最
近两三年更多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 [15](p.31)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中央集权避免了 “大跃进”
时期分权带来的经济混乱， 但是中央权力过
于集中的弊端仍未能克服,毛泽东再次酝酿新
的一轮分权改革。 1962 年， 毛泽东在天津谈
到：“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好处就是统一，
坏处就是统死。 欧洲坏处就是不统一，好处就
是各搞各的，无数国家林立发展。 ”[16](p.517)1966
年 3 月20 日，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又说：“上
边管得死死的， 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是反动
的。 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
策、计划。 ”“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
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不论农业
扩大再生产也好，工业扩大再生产也好，都要
注意中央和地方分权，不能竭泽而渔”。 [16](p.638)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又经历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轮大规模“放权”改革。
建立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体系，推动地方

经济发展仍是这次放权的重要目的。 1970 年，
冶金工业部向毛泽东汇报：“在各经济区建立
起比较完整的、 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钢铁
工业体系。 ”煤炭部在《关于全国煤炭工业会
议情况的报告》中提出，1972 年江南九省煤炭
可以基本自给。 毛泽东批示：“两件很好，可以
转发。 ”[17](p.180)1970 年 2、3 月间，中央计划会议
提出加快地方五小工业的发展， 建立本地的
小煤矿、小钢铁厂、小金属矿、小化肥厂、小水
电站、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形成为农业服务
的地方工业体系。 [18](p.561)“五小工业”遍地开花，
1970 年，全国将近有 300 个县、市办起了小钢
厂，有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建设了手扶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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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小型动力机械厂、各种小型农具制造厂，
有 90%左右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 [19](pp.538-539)

在“大一统”的格局下，毛泽东希望调动地
方政府的积极性， 在地区建立相对独立的经
济体系，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但由于当时
的分权建立在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运行

机制之上， 仅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性分
权上打主意，不能克服“投资饥渴症”、“预算
软约束”等计划经济的弊病。 在这种行政性分
权下， 由于地方政府不负有全国经济平衡的
责任， 为加快本地区的发展， 往往片面追求
“小而全”，重复建设较为严重，反而不利于发
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几
次“权力下放”的尝试虽然调动了地方政府的
积极性，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
全国经济的混乱，始终没有摆脱“一收就死、
一放就乱”的循环，未能实现毛泽东的预期。

三、20 世纪 60 年代毛泽东
对“三线”建设的探索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由于中央从 1958
年开始大规模的下放财权和投资权限， 使得
沿海地区的基本投资占全国的比重比“一五”
时期明显提高。 这与毛泽东从根本上主张区
域均衡发展的思想是不吻合的。
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不仅美

国在东、南、西部形成了对中国的“C”形战略
包围，越战升级；而且中印、中苏关系恶化并
爆发了局部武装冲突， 国际形势日趋严峻。
1964 年，美国曾经策划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进
一步增加了紧张气氛。 [20]因此，毛泽东对区域
经济布局的认识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964 年 8
月 6 日， 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
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 我的行动
得重新考虑。 ”[21](p.120)1964 年，毛泽东在中央书
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 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
发动的侵略战争， 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
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
围绕战备，毛泽东对“三五”计划的区域布

局进行了新的思考，1964年 5 月， 毛泽东在听
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

想时，①提出“一个屁股和两个拳头”的“三五”
投资和建设重点的设想：“两个拳头———农业，
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其
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 ”[22](p.40)他说：“前一
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
提醒，注意了。 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和后
方了。 ”[23](p.1361)他特别强调：在原子弹时期，没有
后方不行，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②一定要
把三线建设好。 毛泽东还强调:“酒泉和攀枝花
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
怎么办?”[16](p.559)“抓三线建设， 我们把钢铁、国
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
时打起来就不怕了。 ”[24](p.290)

在战争的压力下，毛泽东对“三线”建设表
现出了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他说：“只要我们
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不主动“挑衅”，就可
以把大小三线建设起来，就不怕了。 ”[24](p.333)毛

泽东建设三线急切的心情使其逐渐对计委的

工作产生了不满，毛泽东在与李富春、薄一波
谈话时提出：现在搞不搞三线建设，就像大革
命失败后愿不愿意下农村的问题， 愿不愿意
革命的问题。 [25](p.646，p.641)1964 年底，毛泽东决定
成立专门制定计划的新班子， 专门负责“三
五”计划的起草，又称“小计委”。 毛泽东亲点
“独臂将军”余秋里负责“小计委”。 毛泽东曾
对余秋里说：“两个阵地： 三线是一个阵地，
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
援三线建设。 ”[22](p.136)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国家
计委将攀枝花、酒泉钢铁工业基地，成昆、湘
鄂铁路作为重点项目。 按部门分，用在三线地
区的投资占该部门的比例，国防工业达 74%，
冶金工业 58%， 铁道工业 45%， 电力工业
40%，化学工业 48%。 [26](p.278)第三个五年计划还

计划从一线迁出职工约 198000 人， 设备约 2
万台，支援“三线”建设。 [22](p.190)

虽然“三线”建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
了冲击，但1969 年中苏爆发了“珍宝岛”战争，
中苏关系恶化进一步导致国际环境紧张，以

①国家计委原定的“三五计划”思路主要是：“发展农业，解决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突破尖端；加强基础工业。 ”参见，刘国
光主编：《十个五年计划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9 页。
②所谓三线，是按地域划分的。第一线是沿海，第二线是中部地区，第三线是后方地区，包括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
青。 新疆属于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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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再次进入了新的建
设高潮。 经过 10 余年的努力，西南、西北地区
建设起一个基本上配套完整的国防工业战略

后方基地。 许多“三线”建设地区的经济面貌
焕然一新，经过“三线”建设四川建立了以重
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 以攀枝花为
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和川南盐化工和天然气

化工生产基地。 [27](p.125)1965 年至 1978 年，四川
省工业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由 12.25
亿元增加到 59.4 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增加了
3.9 倍（高于全国的 3.4 倍）； 占全国工业生产
总值的份额（按当年价格计算）由 2.24%增加
到3.7%。 [28]1975 年，四川全省固定资产原值已
达到 182.3 亿元，超过上海、黑龙江，仅次于辽
宁，位居全国第二位。 [19](p.479)贵州六盘水地区煤

炭储量达 150 亿吨，但长期未能得到大规模的
开发。 “三线”建设时期，六盘水成为建设重
点，到 1978 年设计能力为年产 1120 万吨煤的
六盘水大型煤炭基地基本建成，[29](p.226) 从根本

上改变了贵州煤炭工业落后面貌。

四、毛泽东对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发展的探索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少数
民族更多分布在西部广大地区 。 毛泽东指
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 ”“我
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
‘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
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10](p.45)发展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不仅有利于民族团结、 改善
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 还可以推动全国
经济的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西藏、

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前现代工

业几乎是空白，如何跨越“贫困性陷阱”成为这
些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对少数民族地
区的经济建设非常重视，并且强调中央政府对
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与帮助。 有“世界屋脊”之
称的西藏，解放晚，问题复杂。 注重抓全国乃至

世界性重大问题的毛泽东在20 世纪50 年代对
于西藏问题却事无巨细，必躬亲之。 [30](p.124)1952
年，毛泽东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都
希望建设西藏工商业，发展西藏经济，是很好
地。 中央人民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使西藏的
经济逐渐繁荣，人民生活逐渐改善。 ”[31](pp.492-493)

1953年，毛泽东对西藏参观团说：“中央有什么
东西可以帮助你们的一定会帮助你们。 帮助各
少数民族， 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
整个国家的利益。”[32](p.369)1952—1958年，中央给
西藏地方财政补助累计达3.57 亿元 ；1959—
1965年，中央给西藏补助累计达 5.9亿元。[33](p.247)

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西藏经济得到恢复和发
展。 1959年，毛泽东指出“西藏改革后①也要办
工业，要西藏人自己办”。 [34](p.240)1959—1965年，
全区民族手工业发展到 33 个行业， 近 100 个
企业，230 多个手工业互助组，6670 人，年产值
由平叛改革前的 124 万元增加到 890 多万元，
年均递增32%。 [33](p.113)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幅员辽阔，占全国总
面积的 1/6,同 8 个国家接壤，战略地位极为重
要。1949年 9月，在新疆和平解放之际，毛泽东
指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吾尔族
的紧密合作。 ”[35](p.10)1950年， 鉴于新疆财政紧
张， 中央给了新疆较大支持，“先拨黄金 5000
两，购拨汽车 200车辆，在今明两年逐步拨给四
五十万匹布、 茶砖一千吨”。 “筹拨电力二千马
力，纱锭 2万，毛锭 5000及一个皮革厂。 ”[35](p.49)

1950 年，周恩来提出：“要发展西北，要帮助西
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首先的问题是修铁
路，最大的目标就是跟新疆通起来。 ”[36](p.59)1952
年，毛泽东提词：“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
修筑兰新路! ” [35](p.90)1955 年，新疆自治区正式
成立，新疆建设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1957 年，新疆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10.36 亿元，
比 1952 年增长 63.15%，克拉玛依石油、新疆
有色金属公司、 十月拖拉机厂等大型工程的
建立初步奠定了新疆的工业基础。 1958 年，兰
新铁路修到新疆， 结束了新疆没有铁路的历
史。 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新疆地区也出现了

①1959 年 3 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武装暴动。 解放
军奉命平叛，迅速摧毁了叛乱集团在拉萨、山南地区的两个指挥中心。 进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根据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指示，
率领农奴和奴隶在全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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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紧张的局面。 1962 年，在苏联长期策划和
诱骗下，新疆塔城、裕民、霍城等地出现了 6
万余中国居民越界逃亡苏联。 在苏联驻伊宁
领事馆的策动下， 还出现了数百人冲击哈萨
克自治州政府的 “伊宁反革命事件”。 [37] (p.99)

1963 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在对新疆工作的指
示中指出 ：“新疆反修工作主要还是经济问
题。 农业要一年比一年增产，经济要一年比一
年繁荣。 ”“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资供应，布、
茶、 糖和其他日用品， 要比其他地区充分一
点，请总理告诉先念同志。 新疆人民生活的改
善，不仅要比国民党时期好，而且要比现在的
苏联好。 ”[35](p.228)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新疆地
区经济得到较快恢复，逐步建立了现代工业。
1965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24.38 亿元 ，比
1962 年增加 50.8%。 1965 年，新疆地区粮食
总产量达到 26.15 亿公斤、油料产量 7000 万
公斤、棉花达到 7500 万公斤、牲畜年末存栏
2697.4 万头 ， 分别比 1962 年增加 58.3% 、
98%、200%、26.7%；钢、煤、电、石油、水泥等
重要工业产品分别增长了 1 倍以上。 [37](p.101)

中国是一个大国，疆土辽阔，自秦始皇开
始就有屯垦戍边的历史传统， 毛泽东也对边
疆地区的屯垦戍边进行了探索。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
员会关于 1950 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
示》 中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
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 ” [38](p.67)毛泽东指示

进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 要为各族人民多办
好事。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新疆军区所属部队
分为国防军和生产部队， 其中近 11 万人参加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39]毛泽东指出，“我王
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
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经站稳脚跟，
取得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 ”[34](p.92)1954 年正式
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成立了 10 个
农业师、1 个建筑工程师、1 个运输处、1 个建
筑工程处，直属单位有八一农学院、被服厂等
企事业单位。 兵团成立后，迅即摆开了大规模
屯垦的新战场，到 1966 年，兵团总人口达到
31.15 万人， 农牧团场总数发展到 158 个；耕
地达到 1212 万亩 ； 独立工矿企业达到 116
个 ； 工农业总产值 9.77 亿元 ， 占自治区

26.4%。 [40](p.2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仅发展了边

疆经济，还维护了边疆稳定。 1962 年“伊塔边
民越境”事件发生后，兵团组织“三代”工作队
前往塔城、裕民、霍城、额敏四县执行代耕、代
管、代牧任务。 [40](p.2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在新

疆伊犁、塔城、阿勒泰、哈密地区和博尔塔拉蒙
古自治州等长达 2000 多公里的边境沿线建立
了纵深 10公里到 30公里的边境团场带。[41](p.347)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农
业产值达新疆自治区的 27%， 工业产值达到
自治区的 30%，[41](p.72)到 1966年，兵团总人口达
到 148.54万人，拥有农牧团场 158个。 [41](p.347)在

“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由于兵团
定位不准，过于强调战备，兵团经营效益受到
影响。 1966—1974 年， 兵团粮食产量从72.03
万吨减少到 52.51 万吨，棉花产量从2.49 万吨
减少到 1.52 万吨。 1967—1975 年9 月，兵团6
年亏损 6.746 亿元。 [42](p.195)1975 年，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撤销， 成立了新疆农垦总局；1982 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 经过改革与整顿，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今天的边疆发展中仍然起

到了重要作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07 年耕
地面积达到 107.8 公万顷，2008 年，兵团棉花
产量达到 131.34 万吨，以占全国 9%的植棉面
积，生产了全国棉花的 17.51%，成为我国最重
要的商品棉生产基地。 [43]

五、毛泽东区域经济思想的
贡献与启示

毛泽东在国际全局冷战、局部热战的背景
下， 为加快中国的工业化和保障国家安全的
需要，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重要探索，奠定
了日后中国经济腾飞的物质基础， 也为当前
区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主要表
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为内地建立了现代工业基础，使丰

富的资源与能源得到有效开发。 毛泽东强调内
地经济发展， 经过 20 多年努力内地兴建了一
大批重工业项目，内地工业基础薄弱局面得到
改善。 经过努力我国还先后建成了成渝、宝成、
黔桂、川黔、贵昆等 19 条铁路干线，[44](p.316)扭转

了东西地区经济孤立的格局， 促进了全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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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动。 改革开放以后，“价格双轨制”使得大
部分重工业产品都是按照“计划价格”供应。
内地为东部沿海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基础工业

产品， 让东部沿海地区享受了区域布局的历
史红利。 改革开放前 30 年对西部地区的开
发，还为改革开放后改变我国经济格局的“西
气东输”、“西电东送” 等重大工程奠定了基
础， 内地许多工业项目在今天中西部经济发
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内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工业，形成

了战略回旋空间。 毛泽东在广袤的内地积极
发展国防工业， 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 广大内
陆地区建成了一批具有常规武器和导弹核武

器制造能力的国防工业基地。 [45]例如，1958 年
开始兴建的西北核武器研究基地， 成功爆炸
了原子弹、氢弹，让中国跻身于核大国。 1970
年开始建设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至今仍然
是中国卫星发射的重要基地， 近 80 颗国内外
卫星从这里送入太空。 改革开放后，中西部许
多国防工厂都进行了“军转民”的改革，形成
了长虹集团、嘉陵摩托、长安汽车等一批具有
较强技术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成为当地经
济重要的增长点。
第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为国家安全和边疆开发奠定了经济基础。
毛泽东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探索中， 加强了中
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 在中央政府
的帮助下， 经济发展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实
现了经济的发展，跨越了资本稀缺的“贫困性
陷阱”。 在边疆地区的戍边屯垦则发展了当地
经济，巩固了边疆稳定。 在当前我国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央政府应当给
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扶持；另一方面，还应当
保护、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健全生
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机制， 实现少数民族地
区的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第四，消除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

一个长期的任务， 将伴随着现代化的整个过
程，如何缩小这种区域经济之间的发展差距，
既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需要市场
这只“看不见”的手，但是两者发挥各自作用
的边界不是固定不变的，需要因时、因地、因
事制宜。 同样，我们吸取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探

索及经验教训， 也需要采取实事求是的辩证
态度。 今天“优化区域经济结构”，既不能忽略
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协调作用； 又不能脱离
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应当将政府
干预建立在有效的市场基础之上， 平衡区域
发展的公平与效率，优化区域经济结构。
第五，如何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以

加快发展，一直是毛泽东要解决的问题。 他对
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的探索，留下了丰富的经
验教训。 在经济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依旧要发挥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两个积极性。 未
来一方面应当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与自然环

境，加强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通过“国土功能
区”等措施对各地区经济进行合理布局；另一
方面应当建立合理的政治激励机制，促使地方
政府行为与中央宏观目标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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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Japanese Imperialism invasion. The determining factor for victory lies in a contrast of human power and morale, although the
Japanese military power overwhelmed China by military and economic power. The morale and human power principle calls for nation ’s
effective organiz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integration of upper and grass-roots classes in society, and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obiliz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to achieve a nationwide active involvement in Anti -Japanese War. Without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oint, the
Kuomintang (KMT) failed to reverse China’s disadvantage in military power despite its conducting role in the front and contribution of
numerous brave soldiers. Contrarily, the CPC stuck to a strategy of total resistance, opened up the battlefield backward, and set up an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which effectively connected forces from all sides in the society. The CPC led the correct direction to
gain the vic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turned into a decisive force to defeat the enemies and a strong core to unite the whole nation
for resistance. (Cai Liang)
On Equalization of Fundamental Public Services in China: The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 It is a pressing ne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alism society and the safeguard of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to establish and equalize sound fundamental
public services. The equalization of fundamental public services is not only a concept and value pursuit but also one of the government ’
s four basic responsibilities for economic leverage, market supervis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services. There remain five
issues in the reality of equalizing China’s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four aspects in design and seven pathways are available to work
out those issues and promote the equalization. (Zhou Ying)
The Main Plight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A Countermeasure Study : It is in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with the theme of an advanc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when the Central CPC first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in CPC’s files.
Governanc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involvement of multifaceted entities into public affairs, or particularly to the active role which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ommunities may play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services at a primary level. Since China is
experiencing a crucial phas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developing soci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carries active
era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their role in residents’ self-governance,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s role in grassroots,
and cultivating residents’ collective sense. And soci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is also productive in elevating social
services, and reflecting social realities and people’s wills and safeguarding the harmony in society. (Li De)
On Mao Zedong’s reforms on developing Regional Economy: The Exploration and its Enlightenment :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cold war” and regional “hot wa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ao
Zedong continuall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astal and inland industry, “Third -line Construction”, the building of
independent local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gions minority. Through strenuous efforts, the un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received preliminary improved, which established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the la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vided with import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Xiao Xiang, Wu Li)
On the Insights of Lenin’s Reform in His Late Years: Practice and Suggestion: The socialism construction in Soviet Union led by
Lenin in his late years carried out economic reforms with ‘new economic policy’ as its core and spared no effort to advocate reforms in
comprehensive fields including leadership structure, disciplines and inspection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institution and cultures.
Those important insights and practices originated from Lenin’s constant exploration and experiences drawn from the socialism
construction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embodied intense reform consciousness rather than self-confining to Marx and Engels ’
words or previous achievements. Proceeding from realities, summing up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and undertaking responsibilities
voluntarily, Lenin had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systematicness and urgency of the formidable mission of reforming and
consequently worked hard to elevate awareness of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insights and explorative
innovation in Lenin's late years is enlightening for implementing “the Four Comprehensive” and its strategic layout in new phase, as
well as further promoting the opening-up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u Li-xin)
The Time logic of Capital: As a basic form of human society, time standardizes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human survival. Through
the conn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inner links in historical logic, we could come to two significant concepts of ‘time’ and ‘Capital’,
both of which are shared in the commonness of many western cultures. A discussion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ime” concept and the
internal links in the logic of “capital” would reveal the mu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Time” and “Capital” and their influence on
historical process. It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trail of capitalization, capital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morphological development
by the means of studying chronological logic of capital, revealing absolute hypocrisy of capital, contemplating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substituting ideal societies with capitalist societies and status quo of economic life, and explor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space-time and
capital perspectives. (Su Ji-Ming)
On the Overseas Research of the CPC’s History in the New Century: Overseas Sinology refers to studies and subjects on practical
issues by foreign scholars.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CPC undoubtedly constitute a crucial part in overseas Sinology. Nearly 30 countries,
with priority in America, Japan and Russia, conducted comparatively sizable researches, covering various aspect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CPC in politics, economy, diplomacy, cultures, and social affairs, etc. It contains positive realistic and consultative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characters of overseas researches of the CPC’s history in the new century, analyze their multiple influence on our society, and bring
forward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which require proper attention in academic exchanges. (Liang Yi)

92- -


